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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今，“大饥荒”问题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热点，取得了丰富的成果，

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，如对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、大饥荒的表现及暴露过程、大饥

荒的应对措施以及大饥荒发生的原因等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，纠正了一些流行了几十年

的错误说法，理清了史实，匡正了历史观念。档案资料、新修地方志及口述资料等材料以及统

计学、数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，是这些问题的研究得以深入的重要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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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国内学 术 界 对“大 饥 荒”问 题 的 研 究 始 于２０
世纪８０年代，至今３０多年，可 以 分 为 三 个 阶 段：

１９８１—２０００年为起步阶段；２００１—２０１１年为取得

重要成果阶段；２０１２—２０１４年是由于争论而推动

学术研究继续深化的阶段。回顾学术 史，检 讨 有

关论点和方法，对于弄清事实，匡正历 史 观 念，应

该是十分有益的。

一

“大跃进”运 动 导 致 了１９５９—１９６１年 的 大 饥

荒。这场饥荒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持续 时 间 最 长、

最严重的饥荒。１９６２年９月，毛泽东在中共八届

十中全会上严厉批评了“黑暗风”之后，它就被统

一称为“三 年 自 然 灾 害”。随 着 政 治 形 势 的 急 速

“左”转，这个问题上的学术研究成为禁区。

１９７８年１２月 的 中 共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，肯 定

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重新提倡实事 求

是的思想路线。１９８１年６月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

会通过的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

议》，正式承认“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

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，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 损

失”，并且指出其原因是“主要由于‘大跃进’和‘反

右倾’的错误，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

信弃义 地 撕 毁 合 同”［１］２４。从 此，以“三 年 国 民 经

济严重困难时期（简称‘三年困难时期’）”，代替了

过去所谓“三年自然灾害”的提法。尽管这个结论

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，但是，它起到了打破坚冰的

作用，解放了思想，促进了学术界的研究。

大饥荒问题的研究是从 资 料 的 整 理、出 版 开

始的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辑

的《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》于１９８１年由 中 共

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。该书分上 下 两 册，时 间

跨度为１９４９—１９８１年。其中下册所收录的《中共

中央关于山东、河南、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

的严重情况的指示》和《中共中央对信阳地委关于

整风整社 运 动 和 生 产 救 灾 工 作 情 况 的 报 告 的 批

示》两个材料，首次披露了大饥荒严重地区灾情上

报以及中央的批示。《中共中央关 于 山 东、河 南、

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 所 发 生 的 严 重 情 况 的 指 示》

中说，山东、河南、甘肃和贵州情况很严重，但并没

有公布三省向中央的报告的具体情况；《中共中央

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

况的报告的批示》全文公布了信阳地委写给河南

省委、中南局、中央的长达１万多字的《信阳地委

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》。虽

然《报告》多处掩盖、歪曲历史事实，但还是披露了

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的基本情况。这是官方首次



公布大饥荒中最有代表性 的、最 严 重 的 事 件———

“信阳事件”的有关数据。

１９８３年 出 版 的《中 国 统 计 年 鉴》首 次 披 露 了

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年的人口数据。这是研究大饥荒时

期人口出生率、死亡率、非正常死亡数目至关重要

的资料，成为后来研究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 的

重要依据。

１９８７年蒋正华发表于《中国人口科学》（第１
期）杂志上的《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识别》一文是

其主持的由国家统计局牵头的人口研究课题成果

的一部分。作者利用１９５３年、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８２年

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：出生率、死 亡 率、重 报

率、漏报率等，通过建立参数估计模型 及 其 求 解，

得出“在困 难 时 期 非 正 常 死 亡 总 人 数 约 为１　７００
万人”的结论。这是国内最早对大饥荒时期非 正

常死亡总人数的研究成果。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

室、中国人口学会和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 联

合召开专家会议对这一研究成果进行了评审，国

家统计局、公安部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 会、中 国 科

学院、中国社会科学院、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参加

评审的专家学者对这一结论给予了充分肯定［２］。

李锐作为“大跃进”和大饥荒的见 证 人，根 据

自己当年的工作笔记撰写的《庐山会议实录》一书

于１９８９年由北京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 育 出 版 社

联合出版，内 部 控 制 发 行，印 数 不 多。１９９４年 河

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增订本。本书在关于会议小组

发言的内容中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、湖北省

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分别谈到了河南、湖北的饥 荒

情况。１９５９年７月４日，吴芝圃在中南组发言中

说：“河南共产风刮得厉害，虚报浮夸也最厉害，影

响全国，特向各省道歉。基层干部严重 违 法 乱 纪

者３　６００人，坚 决 清 洗。农 民 的 工 具、树 木、房 子

等，都算了细 账，退 赔 了…… 春 节 时 有 几 万 人 浮

肿”［３］２８。实际上在１９５８年１２月河南省委召开的

会议上，粮 食 产 量 虚 报、干 部 违 法 乱 纪 严 重 等 问

题，即已发现，尤其密县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

的事件［３］２９。王任重说湖北的灾情“比１９５４年大

水灾情更困难。今春５００万人几两粮，吃稀饭，教

训才 深 刻。１９５４年 没 吃 过１２两 以 下。已 死 了

１　５００人，１５万 人 患 浮 肿 病”［３］２９。这 是 在 私 人 著

作中首次涉及饥荒、浮肿病和饿死人 的 情 况。由

于李锐是 庐 山 会 议 的 亲 历 者 和 毛 泽 东 的 通 讯 秘

书，该书的资料来源于作者的庐山会议记录，真实

性很高，加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，李锐不断对当

代史进行反思，所以该书出版后，迅速受到广泛关

注。这也可以看作是“大跃进”大饥荒研究的开山

之作。

１９８９年，共 和 国 走 过 了４０年 的 历 程。逢 五

逢十纪念是 中 国 人 的 习 惯。学 术 界 对 共 和 国４０
周年最好的纪念应该是重视对这段历史的 研 究。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《１９４９—１９８９年的中

国》丛书。其中 第 二 本 为 丛 进 的《曲 折 发 展 的 岁

月》，研究的是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６年的中国。该书涉及

“大跃进”时期大饥荒的具体状况、非正常死亡和

减少出生的人数。这是在私人著作中较早对这个

问题的论述。

１９９０年河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“４０年国

是反思丛 书”，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谢 春 涛 的 博 士 论 文

《大跃进狂澜》是丛书之一种。谢春涛在书中披露

了部分城市的大饥荒和农村饿死人严重地区的情

况以及 全 国１９６０年 净 减 人 口１　０００万。但 由 于

当时条件的限制，书中关于大饥荒灾情的内 容 较

少，资料有限。

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，薄一波的《若干重大决策

与事件的回顾》（上下卷）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出版①。这是中央高层领导首次公开对新中国成

立之后的历史的回顾与反思。该书的出版在党史

和国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。其中下卷的相关

内容中仍然用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概念，但对造

成困难的原因、困难时期的饥荒状况以及１９６０年

全国 总 人 口 减 少１　０００万 等 情 况 有 所 披 露 和

反思［４］８７３。

１９９３年金 辉 发 表 的《“三 年 自 然 灾 害”备 忘

录》根据１９５７—１９６５年的总人口、出生率、死亡率

和自然增长率，得出“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三年灾难

中，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，低限

值也在４　０００万 之 巨”的 结 论［５］。这 和 蒋 正 华 在

１９８７年的研究结论有较大出入，引起了学术界的

关注。１９９８年 金 辉 又 发 表 了《风 调 雨 顺 的 三

年———１９５９—１９６１年气 象 水 文 考》一 文 对“三 年

５１贾艳敏，等　国内学者“大饥荒”问题研究述评

①该书于１９９７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，２００８年中共党史出版社据１９９７年的修订本重印。



自然灾害”的说法持否定的 态 度［６］。金 辉 的 这 两

篇文 章 在 以 后 的 大 饥 荒 问 题 的 研 究 中 多 次 被

引用。

李若建对大饥荒的研究卓 有 成 效，他 认 为 饥

荒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：人祸、天灾、自 然 条 件

等都是饥荒发生的因素①。

２００１年 至２０１２年，是 大 饥 荒 研 究 取 得 重 要

成果的时期。

２００２年 高 华 的《大 饥 荒 中 的“粮 食 食 用 增 量

法”与代食品》一文研究了大饥荒时期的各种粮食

食用增量法及其效果、代食品运动决策的出台、代

食品名录及其营养成分的宣传等［７］。

２００５年，曹 树 基 的《大 饥 荒———一 九 五 九—

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》一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

版有限公司出版。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大饥荒时

期中 国 人 口 问 题 的 著 作。该 书“采 用１９５３年、

１９６４年和１９８２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

分析的基础。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历年人

口数，计算出各地灾前、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。以

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６４年普查人口为基础，根据灾前、灾

后的人口增长速 度，即 可 求 得１９５８年 和１９６１年

的人口。用１９５８年 的 人 口 减 去１９６１年 人 口，所

得减 少 人 口，此 即 非 正 常 死 亡 人 口 的 一 部

分”［８］１４－２８。由于该书在香港出版，大陆不容易看

到，但基 本 思 路 方 法 和 结 论 以 论 文 的 形 式 曾 在

２００５年《中国人口科学》第１期上发表［９］。

２００６年，贾艳 敏 的《大 跃 进 时 期 乡 村 政 治 的

典型———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研究》（以下简

称《大跃进时期乡村政治的典型》）一书由知识产

权出版社出版。该书是作者的博士论 文，运 用 个

案解剖的方法，分析了这个“大跃进”时期的全国

典型，同时也是“信阳事件”的重灾典型。其中 对

这个公社 的 饥 荒 状 况 和 非 正 常 死 亡 人 数 有 详 细

披露。

２００８年是“大 跃 进”发 动５０周 年，这 一 年 内

地鲜有论著问世，而香港地区则出版了三部专著，

即杨继 绳《墓 碑———中 国 六 十 年 代 大 饥 荒 纪 实》

（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 版，以 下 简

称《墓碑》）、东夫《麦苗青 菜 花 黄———大 饥 荒 川 西

纪事》（香港田园书屋２００８年版，以下简称《麦 苗

青菜花黄》）和林蕴晖《乌托邦运动：从大跃进到大

饥荒（１９５８—１９６１）》②。其中，《墓碑》一书的作者

杨继绳曾任新华社记者，在长达十几年时间 里 关

注大饥荒问题，在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区搜 集 了

大量档案资料，采访了１００多 名 当 事 人。作 者 在

“代前言”中解释说，书名“墓碑”有四重意思，一是

为了纪 念１９５９年 饿 死 的 父 亲；二 是 为 了 纪 念

３　６００万饿死的中国人；三是为了批判造成大饥荒

的制度；四是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曾查出疑似肝癌，

后来复查排除了，但加上自我感觉本书的写 作 似

乎存在风险，也许本书就是自己的一 块 墓 碑［１０］７。

该书是第一本专门研究全国大饥荒的专著，出 版

后影响很大，已经多次再版，同时被 译 为 英 文、法

文、德文、日文在海外出版。虽然没有中国内地的

版本，但网 上 的 电 子 版 广 泛 流 传，很 受 学 术 界 重

视，也引发过不同观点的争论。

２００９年林蕴晖的《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

常变动》一文，对大饥荒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

目的研究，得出了和曹树基一致的结果。

２０１０年北京 大 学 出 版 的 大 型 经 济 学 学 术 期

刊《经济学》（季刊）第３期刊发了“大饥荒研究”专

栏，共有４篇文章。其中杨涛强调高 度 集 权 的 计

划经济体制和计划失误是导致“大跃进”灾难的核

心成 因［１１］；刘 愿 则 从 国 家、集 体 和 农 民 三 者 关 系

方面入手分析，认为从经济体制角度看，农民受国

家和集体的双重侵害，所以导致大饥荒［１２］。

“大跃进”时期的水利化和大炼钢铁运动与大

饥荒有密切的关系。赵筱侠通过研究“大跃进”时

期江苏省水利化运动———“梯 级 河 网 化 运 动”，指

出该运动“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，占用了大量的耕

地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损失，使江苏全省农民付

出了巨大代价，成为引发后来经济困难和大 饥 荒

的原因之 一”［１３］。张 桂 远 通 过 研 究１９５８年 河 南

商城县大炼钢铁运动，认为大炼钢铁占用了 农 业

劳动力，导致粮食用量剧增；此外大炼钢铁运动还

将农民的铁锅收去，造成有米无锅 的 现 象。这 些

都是造成饥荒加重的重要因素［１４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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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此，大饥荒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，饥荒和

大量人口 非 正 常 死 亡 已 成 学 界 共 识。然 而２０１２
年之后，却出现了一些否认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，

甚至否认大饥荒的说法。

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９日，人 民 日 报 社 甘 肃 分 社 社

长林治波在其新浪微博上说：“有人为了糟蹋毛主

席，竟然夸张污蔑１９６０—１９６２年饿死几千 万 人。

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、安徽很 多

村庄，情况根本不是有人污蔑的那样，乡亲们只是

听说饿死了人，而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见饿死人，能

够直接证 实 的 饿 死 者 为 数 极 少”①。这 条 微 博 迅

速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，引起众多网友的批评，更

有网友贴出反驳的证据，来证明饥荒和饿死人 情

况的存在。资深新闻评论人李学鹏在 微 博 上 说：

“身为媒体同道中人，说话要以事实为依据，要 能

正视一个民族苦难的历史。为此，我约 你 一 起 去

做调查采访，采访费用我承担，采访报告你在人民

日报刊发。特此约战，望应战。”②

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，林 治 波 第 二 天 即 在

其微博上道歉：“‘由于出生率大幅度下降，死亡率

显著增 高，据 正 式 统 计，１９６０年 全 国 人 口 比 上 一

年减少一千万……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

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’（《中国共产党的七

十年》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２９页）我认可这个说法，昨天

的微博不准确，特此更正，并对当年死于饥荒的父

老乡亲致以深切的悼念和缅怀”③。

这次“微博事件”之后，仍然有人以 学 术 研 究

的面貌发表文章，否认大饥荒及大量人口非正 常

死亡。

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日 李 慎 明 提 出 了 否 定“饿 死

三千万”的观点。他说：“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 中

杀了三千万，所谓毛泽东发动‘大跃进’饿死三千

万，这‘两个三千万’地球人都知道。但这‘两个三

千万’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。”［１５］

８月２３日，孙 经 先 发 表 了 题 为《“饿 死 三 千

万”不是事实》的文章，断言关于“大饥荒非正常死

亡人数三千万”为重大谣言，认为有关统计人口的

减少是由于当时人口迁移过程中户口的漏报重报

所致，他还自造了“营养性死亡”的概念［１６］。

９月９日，孙经先发表《“中国饿死三千万”的

谣言是怎 样 形 成 的？》一 文，指 名 批 判 杨 继 绳《墓

碑》中关于饿死人口总数的结论，批评杨书中的绝

大多数关键性“饿死人数”都是虚假的；“中国饿死

三千万”的 谣 言 之 所 以 广 泛 传 播，杨 书 起 了 重 大

作用［１７］。

其实，孙经先发表于《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》２０１１
年第６期的《关于我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人口变动

问题的研究》一文中就表达了同样的观点，只是当

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。而这次受到了学界的广泛

批评。

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杨继绳发表了题为《驳“饿死三

千万是谣言”———再答孙经先对〈墓碑〉的指责》的

文章回应孙 经 先④。对 于 孙 经 先 指 责 的 所 谓“十

条虚假数据”，杨继绳逐条进行了证实。对于孙经

先提出的所谓人口迁移过程中户口的重报漏报导

致人口减少的观点，杨继绳说，历史事实是“在 那

个年代，每 一 个 人 的 生 活 资 料 都 要 凭 票 证 供 应。

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，最为紧要的 是 赶

紧办理‘粮油关系’的转移，而‘户口关系’的转移

是‘粮油关系’的转移的前提。不办户口就没有饭

吃。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

上户口，这 些 人 吃 什 么”［１８］？即 使 存 在 户 口 的 重

报、漏报，历史研究也要拿出有依据 的 事 实 来，但

“孙经先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依据，没有举出哪些地

区的人口迁移中不带户口的事例，没有举出 其 中

哪些人在‘市 镇 和 农 村 同 时 拥 有 户 籍’…… 只 是

他自设了一些脱离实 际 的 人 口 概 念（‘实 际 人 口’

‘户籍人口’‘虚拟人口’）以后，用貌似科学的数学

计算，绕来绕去绕出来的结论”［１８］。对于“营养性

死亡”的概念，杨继绳利用医学知识证明此概念牵

强生硬，如果不是别有用心，至少也是学术态度的

７１贾艳敏，等　国内学者“大饥荒”问题研究述评

①

②
③

④

详见ｈｔｔｐ：∥ｗｗｗ．ｗｅｉｂｏ．ｃｏｍ／ｌｉｎｚｈｉｂｏ＃ ！ｌｉｎｚｈｉｂｏ？ｉｓ＿ｓｅａｒｃｈ＝０＆ｖｉｓｉｂｌｅ＝０＆ｉｓ＿ｔａｇ＝０＆ｐｒｏｆｉｌｅ＿ｆｔｙｐｅ＝１＆ｐａｇｅ＝１４６＃ｆｅｅｄ－
ｔｏ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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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继绳：《驳“饿死三千万是谣言”———再答孙经先对〈墓碑〉的指责》，载于《炎黄春秋》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，第７５－８１页。２０１１年孙经

先发表否认大饥荒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文章，２０１２年，杨继绳曾在纽约时报上撰写《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———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
题与孙经先商榷》一文批评孙经先。２０１３年，孙经先继续自己的观点，并点名批评杨继绳的《墓 碑———中 国 六 十 年 代 大 饥 荒 纪 实》一 书，
杨继绳再次撰文予以回应。



不严谨［１８］。

李若建既不同意孙经先提出的“三 年 大 饥 荒

非正常死亡人数２５０万人以下”的观点，也不同意

“营养性死亡”的概念。他认为孙经先的这种研究

既没有掌握多少人口统计数据，更加谈不上对 数

据作认真的评估［１９］。

汕头大学医学院教授李澈的《大饥 荒 年 代 非

正常死 亡 的 另 一 种 计 算》一 文 表 明，１９５９—１９６１
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：４８１．９＋１　７００．２＋８４７．６＝

３　０２９．７万人［２０］。并以此证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

来，金辉、曹树基、林蕴晖、杨继绳等人的研究结论

是正确的。

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－３日，在开放论坛举行的主

题为“统计与政治”的讨论会上，曹树基对孙经先

“因户籍重报漏报导致人口统计数字减少而不是

实际的死亡人数”的说法给予了有力的驳斥。曹

树基说“户籍漏报重报”是孙经先自己的想象，因

为孙经先引用的山东省的数据没有出处。户籍迁

移导致的漏报重报只是孙经先的一个假定，这 个

假定是不存在的。“你把公安局那批搞户籍统 计

的人当做傻瓜在对待啊。我们知道，公 安 局 年 底

的户口会有一个冻结的制度，是不会出现你说 的

这个问题的。即便真的出现户口迁入，那 还 有 一

个户口 迁 出 做 平 衡。这 个 问 题 涉 及 方 法 论 的 问

题，孙老师你真的不是在做历史学，而是在做数学

的假定和推导，你这样的推导没有任何意义。”“你

认为你在今天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，但历史的 事

实真的不是你讲的那种情况。你不去查证基本事

实……一点也不引用他人的研究……搞出一大堆

神话给我们听。我很无语，你真的不可以这样做。

你罔顾历史事实，却先设定、假定了很 多 事 实，我

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”［２１］

洪振快利用大量的官修地 方 志 中 的 材 料，证

明全国各地存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。“依据官 方

公开的材料估计，四川、安徽、河南三省 大 饥 荒 期

间非正常死亡 已 不 下１　３００万 人。”“大 饥 荒 期 间

全国到底死了多少人，迄今为止官方没有公布 数

字。但从地方志提供的经官方认可的 数 字 来 看，

‘三年困难时期’发生了严重的饥荒，非正常死亡

极其严重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‘大饥荒’的存 在

无法否认掉，人命关天，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！但

是直到今天，还有人试图否定发生过大饥荒的 事

实，认为那是‘重大谣言’。其实，所谓‘三年 困 难

时期’死亡率正常、‘营养性死亡’人数在２５０万以

下等等说法，都是完全缺乏官方材料支持的臆说，

严重脱 离 事 实。任 何‘研 究’，都 必 须 尊 重 事 实。

孙经先声称自己研究过程中‘专门查证了我国这

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６００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

大量资料，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 算 是

比较符合实际的’。根据笔者从地方志查证 的 情

况来看，这是公然撒谎。”［２２］

二

３０多 年 的 大 饥 荒 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以 下 几 个

问题：一是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；二是

大饥荒的表现及暴露过程；三是大饥荒的应 对 措

施；四是大饥荒发生的原因。

（一）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

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是大饥荒研究中的一个热

点问题，同时也是研究的难点。由于 当 时 权 威 统

计资料的缺失，造成这一问题研究的困难。

丛进在《曲 折 发 展 的 岁 月》一 书 中 写 到 三 年

“大跃进”的代价时说，“人民生活———商品尤其是

农副产品奇 缺，人 民 生 活 陷 入 连 续３年（１９５９至

１９６１年）的 严 重 困 难 之 中”［２３］２７２。人 民 生 活 水 平

严重下降，粮、油、肉消费量 大 幅 度 减 少。人 民 身

体素质下降，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 亡。“据 测 算，

中国人 口 总 数１９５９年 是６．７２亿 人，１９６０年 为

６．６２亿人，即 减 少 了１　０００万 人，１９６１年 比１９５９
年减 少 了１　３００万 人。按 照 当 时 出 生 与 死 亡 相 抵

后２０‰的 人 口 净 增 长 率 推 算，正 常 情 况 下１９６１
年总人 口 应 比１９５９年 增 加２　７００万，两 者 相 加，

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１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

数，在４　０００万左右。”［２３］２７２－２７３谢春涛在《大跃进狂

澜》一书中披露了部分城市的大饥荒和农村饿死

人严重 地 区 的 状 况 以 及 全 国１９６０年 净 减 人 口

１　０００万［２４］２０３。薄一波在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

回顾》中讲到“大跃进”造成的严重后果时说：“在

‘三年困难时期’，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、营养

不良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，不少农村因饥馑死

亡增加，据 统 计，１９６０年 全 国 总 人 口 减 少１　０００
多万。”［２５］６１３

蒋正华认为“在困难时期非正常 死 亡 总 人 数

约为１　７００万人”［２６］。金辉根据国家统 计 局 公 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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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的 数 据 计 算 分 析，认 为：“１９５９年 至１９６１年

三年灾难中，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绝 对

数字，低限值也在４　０００万之巨”［５］。１９９８年李若

建撰文称１９５８—１９６１年“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在

１　５３０万～２　４７０万人之间”［２７］。

根据国家公 布 的 统 计 数 据，“１９６０年 比１９５９
年减少１　０００万 人”。但 整 个 大 饥 荒 时 期 非 正 常

死亡的总人数还没有确定的数字，因而也成了 研

究和争论 的 焦 点。曹 树 基 以１９５３年、１９６４年 人

口普查资料为基础，“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

方法，以县级政区为基础，以虚拟的‘府’级政区为

单位，重建了１９５９—１９６１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

人口数。计算结果表明，１９５９—１９６１年中国的非

正常死亡人 口 多 达３　２５０万”［９］。林 蕴 晖 用 各 省

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计算，认为１９５８—１９６２年中

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３　０００万［２８］。杨继绳认为

１９５８—１９６２年 中 国 的 非 正 常 死 亡 人 数 为３　６００
万［１０］４６３。李澈 的 研 究 结 果 为 大 饥 荒 非 正 常 死 亡

３　０２９．７万人［２０］，这和金辉、曹树基、林蕴晖、杨 继

绳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吻合。

（二）大饥荒的表现及暴露过程

学界对“大跃进”时期大饥荒的表现及暴露过

程的研究开始较晚，成果不多。

贾艳敏对河南嵖岈山卫星 人 民 公 社 的 研 究，

再现了当地在大饥荒中的种种惨状，以及基层 干

部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而对农民进 行 捆、绑、吊、

打等恶劣作风［２９］２２１－２３１。

《墓碑》记述了全国饥荒最严重的１１个 省 的

情况［１０］。东 夫 对 川 西 坝 子 农 民 的 大 量 逃 荒、缺

粮、浮肿病、经期妇女停经、子 宫 下 垂、干 瘦 病、饿

死人、人食人事件的详细描述，反映了大饥荒时期

农村普遍存在的状况［３０］１１。

林蕴晖在《乌 托 邦 运 动：从 大 跃 进 到 大 饥 荒

（１９５８—１９６１）》一书 中 介 绍 了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 的

饥 荒 表 现，其 中 重 点 讲 述 了 饥 荒 中 的 典 型 事

件———河 南 “信 阳 事 件”和 甘 肃 “夹 边 沟 事

件”［３１］５９８－６１５。

各地大饥 荒 的 暴 露 均 经 历 了 曲 折 复 杂 的 过

程。贾艳敏、许涛通过研究“大跃进”时期河南 的

“豫东事件”和“信阳事件”逐步暴露的过程和中央

采取的救济措施，指出地方各级政府存在掩盖真

相，压制打击反映灾情的干部群众，阻挠中央调查

组的调查等行为，从而使饥荒加剧，详细说明了河

南省饥荒和饿死人事件的彻底暴露及采取有力的

救灾措施 经 历 了 一 个 艰 难 的 过 程［３２］。姚 宏 志 从

饥荒史角度，选 择 从 省 级 行 政 单 位———安 徽 省 政

府———地方史 路 径，全 面 考 察 和 梳 理 了１９５９—

１９６１年安徽饥 荒 的 发 生 发 展 过 程 和 安 徽 省 政 府

面对饥荒的反应过程，深入揭示“两个过程”间的

内在关联［３３］。

（三）大饥荒的应对措施

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严 密 的 组 织，尤 其 是 公

共食堂制，致使饥荒发生时农民能够自救的 余 地

极其小。更由于地方各级政府官员 的 瞒 报，饥 荒

无法暴露。在大规模的饥荒、严重饿 死 人 的 情 况

普遍发生时，各地的灾荒到了无法掩盖的程度，实

情才得以上传到中央，中央出台各项措施，灾情得

到缓解。

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救灾措施包括应急措

施和体制性管理措施。尚长风总结了中央政府应

对饥荒的紧急措施，如降低粮食征购价、紧急调运

和进口粮食、节衣缩食、“瓜菜代”、提高粮食 收 购

价等［３４］。罗平汉考察了代食品运动的起因、发动

过程和代食品的种类以及代食品在应对大饥荒中

的微小作 用［３５］。湘 潭 大 学 李 应 斌 的 硕 士 毕 业 论

文《三年困 难 时 期 代 食 品 运 动 探 析》（２０１０年）对

代食品运动做了相对完整的考察与分析。

除了应急措施之外，经济 管 理 体 制 的 改 变 是

解决饥荒的长远措施，其中包括解散公共食堂、精

简城镇人口、允许部分地区实行责 任 田 等 等。李

若 建［３６］、罗 平 汉［３７］、贺 永 泰［３８］、陈 建 兰［３９］、陈

理［４０］等人对城 市 精 减 职 工 与 下 放 城 镇 居 民 而 采

取的种种措施和效果进行了梳理和分析。安徽率

先实行的责任田效果显著，但这方面研究性 文 章

不多，多数是亲历者的回忆。当时担 任 安 徽 省 委

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秘书和省委调研室理论组组长

的陆德生，参与了安徽推行责任田 的 全 过 程。陆

德生于２００６年发表《六十年代初安徽责任田问题

风波》一文，回顾了安徽责任田实施的过程。长期

从事农村 问 题 报 道 的 新 华 社 高 级 记 者 陈 大 斌 的

《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次预演———安徽“责任田”兴

９１贾艳敏，等　国内学者“大饥荒”问题研究述评



起始末》的 文 章①及 戴 兴 华、北 辰 编 著 的《春 雨 秋

风责任田》（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）一书对安

徽实行责任田的来龙去脉作了翔实的论述。季节

利用定远县档案馆馆藏档案，从定远县农民和 基

层干部的视角，对责任田在定远县的实施步骤、具

体方法、绩 效 评 估、制 度 缺 陷 等 进 行 了 探 究［４１］。

这是近年来利用县级档案资料对安徽责任田深入

研究的重要成果。

（四）大饥荒发生的原因

关于大饥荒发生原因的研究成果较多。主要

有以下三 种 观 点：一 是 天 灾 和 人 祸，二 是 苏 联 逼

债，三是人祸。

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之 前，官 方 对“大 跃 进”时 期

大饥荒发生原因的唯一说法是“三年自然灾害”。

１９８１年的历史 决 议 虽 然 把 大 饥 荒 的 原 因 主 要 归

结为政策失误，但“自然灾害”仍然被认为是原因

之一。对此说法，金辉通过研究《全国各地历年旱

涝等级资料 表》的 数 据，认 为“１９５９—１９６１年，中

国并没有发生什么‘严重自然灾害’，而‘基本上风

调雨 顺’”［５］。金 辉 在 《风 调 雨 顺 的 三 年———

１９５９—１９６１年气象水文考》一文中，再次驳斥“三

年自然灾害”的 说 法，通 过 分 析１９５９—１９６１年 的

气象水文 资 料，认 为“１９５９—１９６１年 三 年 灾 难 时

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，甚或历史 上

的最好时期”［６］。

对于金辉的观点，李 若 建 有 不 同 的 看 法。他

认为“大跃进的破坏、自然条件和灾害几个因素都

有比较大的影响，或许用刘少奇同志当年的一 句

话概括比 较 准 确，就 是‘三 分 天 灾，七 分 人 祸’。

客观地评价当时的灾害，不否认也不夸大自然条

件与自然灾害因素，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助于让后

人了解历史”［４２］；“困 难 时 期 的 大 饥 荒，主 要 是 人

为错误带来的恶果，但是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出发，

不应该否定自然灾害有一些影响。更为正确的说

法是，如果没有反右倾运动和大跃进带来的破坏，

自然灾害带来的大部分破坏本来是可以克服 的。

认为‘三年严重自然灾害’是一种‘神话’，这种看

法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”［４３］。同时，李若建认为，

“大跃进”和大饥荒发生的人为因素中统购统销政

策、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经济体制 因

素也占重要方面［４４］。

陈东林通过对灾情、受灾面 积 等 资 料 图 表 的

分析，认为这三年发生了持续的严重自然灾害；同

时也分析了各种决策错误带来的不同影响，重 点

把粮食作为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生命线和因果关

系链的比较指数，运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 村 因

灾减产、因决策错误减产、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

量之间的比例状况。由此他认为：“从农业粮食减

产因素看，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；从农村一个

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因素看，决策错误影响 远 大

于自然灾害。可以说，由 于‘大 跃 进’和‘反 右 倾’

的错误决策，农村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增 加 了

一倍。这与刘少奇在报告中引述的‘三分天灾，七

分人祸’是 基 本 一 致 的。”［４５］气 象 学 工 作 者 张 海

东、张尚印、李庆祥通过研究１９５９—１９６１年 期 间

中国气候的特点，认为“这三年期间的天气气候条

件对全国的农业生产十分不利。从气象灾害造成

的损失来看，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１年为损失偏重年份，

１９６０年为严重年份”［４６］。

“苏联逼债”曾经是多个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

国史教科书的说法，但学术界对苏联是否逼债，以

及逼债对大饥荒的影响持不同的观点。沈志华通

过详细考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联援华贷款及中国

方面到１９６５年１０月全部还 清 苏 联 贷 款 的 史 实，

认为“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，没有看到任何

历史文献 的 记 载”［４７］。至 于 苏 联 在１９６０年７月

决定撤走专家，停建项目一事，沈志华认为：“对于

中国的经济建设来说，苏联专家的撤离是有 一 定

影响，但造成１９６０年初经济滑坡和供应紧张的根

本原因在于中国自己的政策失误，而与苏联 撤 退

专家没有直接关系”［４８］３９８。王玉贵赞同沈志华的

观点，“在探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中国

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时，一个流行的观 点 是

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、加紧逼债，加重了困难的严

重程度。现有资料证明，上述说法并无根据”［４９］。

郭德宏在谈到发生大饥荒的原因时说“至于说苏

联撕毁合同和逼债，那更是牵强，不可能造成那么

严重困难的局面”［５０］。高华认为苏联不仅没有逼

债，而且 还 主 动 提 出 以 贷 款 的 方 式 向 中 国 提 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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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００万吨小麦和５０万 吨 转 口 的 古 巴 糖［５１］。郑 建

明以翔实的资料撰写近万字的长文论述苏联不仅

没有逼债，还主动援助中国小麦和古巴糖以及 推

迟还债和减免 部 分 利 息［５２］。徐 焰 认 为 苏 联 人 从

未在三年困难时期“逼债”，还主动提出中方可推

迟还债［５３］。但仍然有人坚持“苏联逼债了”［５４］。

人祸主要是指“大跃进”时期中央政府的各项

极“左”政策。人祸因素是关于大饥荒原因研究的

重点内容。

金 辉 认 为，发 生 大 饥 荒 的 原 因 完 全 是 人 祸。

首先是１９４９年至“大跃进”前夕错误的鼓励生育

的人口政策导致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，其次是 政

策失误［５］。

极“左”的政策是饥荒发生的根源。在一系列

的错误政策中，大办限制农民吃饭权的公共食 堂

是其中影响最大的。罗平汉在《大锅饭：公共食堂

始末》一书中对公共食堂的兴起、推广、管理、宣传

以及出现的严重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，并以 专

章内容论述公共食堂与大饥荒和人口非正常死亡

的密切关系［５５］１９１－２０７。贾艳敏以 大 饥 荒 严 重 的 河

南省为个案，考察了“大跃进”时期的河南农村公

共食堂，认为河南省之所以成为大饥荒的重灾区，

以至于出 现 大 量 饿 死 人 的“信 阳 事 件”，“被 称 为

‘共产主义’萌芽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使河南人民遭

受严重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”［５６］。文贯中和刘愿

认为“以剥夺自留地、取消家庭副业、对农民的全

部口粮实行强制性集体化为标志的公共食堂制度

是‘大跃进’饥 荒 最 主 要 的 成 因”，并 进 一 步 指 出

“公共食堂的兴起、散伙、重新加强和最后迅速 解

散，与‘大跃进’饥荒的爆发、加剧及突然终结在时

间上的重叠并非偶然，而是与这一退出权的丧 失

和复得有着深刻的内在因果关系”［５７］。

水利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也是造成大饥荒

和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人为因素。赵筱侠以“大 跃

进”时期江苏省水利化运动为个案，揭示水利化运

动是引发大饥 荒 的 原 因 之 一［１３］。张 桂 远 以 大 炼

钢铁的全国典型———河南商城县的大炼钢铁运动

为例，论 述 了 大 炼 钢 铁 运 动 是 饥 荒 加 剧 的 重 要

因素［１４］。

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饥荒发生的体制

因素。杨涛强调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

失误是导致“大 跃 进”灾 难 的 核 心 成 因。高 度 集

权、政治挂帅状态下的一大弊端是地方政府 即 使

明知中央的政策是错误的，他们仍有政治动 机 来

拥护、执行这些政策，并且极力隐藏自己职权范围

内犯有严重失误的信息［１１］。刘愿认为“在高度集

权的体制下，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从农村 征 购

超额粮食以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，人 民 公

社又通过提高集体提留比例以推动农村地区‘大

跃进’，在粮食供给冲击下农民个体粮食获取权遭

受国家和集体两个层面的强制性侵害，导致 人 类

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”［１２］。

为什么明显违背经济规 律，甚 至 违 背 常 识 的

错误政策能够顺利出台，并在全国雷厉风行 且 持

续三年之久？为什么这样僵化的、弊 端 丛 生 的 经

济体制能够维持？杨继绳从极权制度的视角作了

深层次的探讨。杨继绳认为：总路线、大跃进和人

民公社是造成三年大 饥 荒 的 直 接 原 因；“共 产 风”

“浮夸风”“瞎指挥风”“强迫命令风”“干部特殊化

风”等“五风”盛行加剧了大饥荒；统购统销政策和

公共食堂也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。这一系列

错误政策的背后，总的根源是制度。这 种 制 度 表

现为：“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，严密控制一 切 经

济生活”，“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”，“同构同体的社

会结构”，“约 束 人 们 行 为 的 无 形 制 度”，“超 稳 定

性”，“缺 乏 纠 错 机 制”等［１０］４９２－５０１，简 单 地 说 就 是

以“中国传统的王权主义加上斯大林的专制主义

为特征的极权制度”［１０］４９０。

三

新材料和多种研究方法 的 运 用 是３０多 年 大

饥荒问题研究的突出特点。

第一，档案资料的利用。“大 跃 进”时 期 大 饥

荒的档案资料，官方公布的极少，绝大部分没有被

整理、出版，散见 于 各 地 档 案 馆。查 阅１９４９年 以

后的档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但这些档案 资 料

对于大 饥 荒 的 研 究 又 极 其 重 要。学 者 们 不 辞 辛

苦，到各地档案馆查找相关资料，撰 写 论 文 论 著。

在档案资料的应用方面，主要有４部论著（论文）：

杨继绳《墓碑》、东夫《麦苗青菜花黄》、马龙虎《寿

张大跃进运动研究》和贾艳敏《大跃进时期乡村政

治的典型》。杨继绳跑遍十几个省、市查找大量的

档案资料，这些档案资料成为《墓碑》的资料基础。

东夫历时 十 余 年，收 集 了 大 量 的 历 史 档 案 资 料。

１２贾艳敏，等　国内学者“大饥荒”问题研究述评



这些档案资料成为其著作的主要资料来源。马龙

虎、贾艳敏在他们的论著中也都应用了大量的 原

始档案资料。

第二，新 修 地 方 志 的 广 泛 应 用。２０世 纪８０
年代以来，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 区、县，甚 至 一 些 乡

镇都陆续编修了地方志。这些地方志中关于大饥

荒的内容，虽然有局限，但还是有一定 的 价 值 的。

正如一位作者说：“从地方志了解大饥荒有很大的

局限性。地 方 志 提 供 的 死 亡 数 字 与 实 际 情 况 相

比，有可能是缩小的，但绝不可能夸大。尽管有许

多缺陷，但地方志是官方主持纂修的，它毕竟提供

了经官方认可的大饥荒死亡情况，对了解全国 大

饥荒的基本情况仍有很大价值。”［２２］所以，这些新

修的地方 志 资 料 被 学 者 应 用 到 大 饥 荒 的 研 究 之

中。杨继绳的《墓碑》在书后参考文献中列举出的

地方志就有６２种之多。曹树基的《大饥荒———一

九五九—一 九 六 一 年 的 中 国 人 口》一 书 使 用 了

１　０５８种地 方 志 资 料［８］１０。洪 振 快 的《地 方 志 中 的

大饥荒死亡数字》一文，从题目即可知，文章完全

利用地方志的材料来研究大饥荒的死亡人口数字

问题。虽然全国的死亡人数无法确定，但 从 地 方

志这种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，足以证明“大跃进”

时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

事实。

第三，统计学、数学方法的应用。以人口统计

资料为基础，进行数据分析，建立参数估计模型的

统计学、数 学 方 法 被 应 用 到 大 饥 荒 的 研 究 之 中。

在关于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 中，

蒋正华是最早使用这种方法的。蒋正华在《中 国

人口动态参数的识别》一文中，利用１９５３年、１９６４
年和１９８２年三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，通过数据

分析，认为“这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质量是高 的，

特别是人口年龄、性别的报告是……完 全 可 以 信

赖的。从全国范围来说，三次普查的完 全 性 也 十

分接近”［２６］。通 过“建 立 参 数 估 计 模 型”和“对 参

数估计模型的求解”，得出“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

亡总人数约为１　７００万人”的结论［２６］。金 辉 根 据

统计 局 发 布 的１９５７—１９６５年 的 总 人 口 数、出 生

率、死亡率、自然增长率数据计算来研究大饥荒时

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。李若 建 以１９５７年 的 人 口

死亡率为标准，凡高于此标准的死亡率均归为 饥

荒的作用，根据大饥荒时期的死亡率与１９５７年的

死亡率的比较计算得出，因饥荒而死亡的人 口 在

１　５３０万～２　４７０万人之间［２７］。李 澈 对“通 常 年 份

的死亡人数、统计局的１９５８—１９６１年出生人数和

出生率、自然增长数与总人口增长数之间的差数、

逐年修正死亡人数和死亡率”的分析修正计算出

了大饥荒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总数［２０］。

第四，口述访谈 资 料 的 搜 集。亲 历 者 的 口 述

访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，可以 与 文

字资料互证，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。杨 继 绳 访 谈

了在大饥荒事件中的关键人物，比如“几个‘信阳

事件’当 事 人 （健 在 的 当 年 地 委 和 县 委 干

部）”［１０］１８，有 当 年 新 华 社 常 驻 信 阳 的 记 者 鲁 保

国［１０］２６、大 饥 荒 年 代 任 信 阳 地 委 秘 书 长 的 王 秉

林［１０］２１、１９５９—１９６０年任信阳地区专员的张 树 藩

的秘书余德鸿等［１０］２６，得到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东夫书中的资料大量来源于对亲历者的采 访，他

们有：明朗（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）、宋文彬（温江地

委第一书记）、曾茄（温江地委副书记）、申培林（温

江地委农工部副部长）、杨玉成（温江地委秘书长）

等等①。另外，马龙虎，贾艳敏也都访谈了当地若

干大饥荒的亲历者。

第五，典型区域的个案研究。典型化、样本化

是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。这 个 个 案，可 以

是一个比较能够集中概括起来的问题，可以 是 一

个独立的历史事件，可以是一个历史人物，可以是

一种什么思想，也可以是一种特别意义的社 会 现

象，等等。东夫以川西地区为个案，马龙虎以寿张

县为个案，贾艳敏以嵖岈山公社为个案，分别研究

了一个地区、一个县和一个公社的 大 饥 荒。这 些

个案，都具有典型性、样本性，是所在 省 份 大 饥 荒

的一个代表，同时也是全国大饥荒 的 重 灾 区。对

这些重灾区的研究，在大饥荒问题的研究上 所 具

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。

学者们经过３０多年的努力，对大饥荒问题的

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有些问题基本达成了共

识；对有些流行了几十年而事实上是不科学 甚 至

不正确的说法给予了纠正；有些问题的研究 已 经

２２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江 苏 大 学 学 报（社 会 科 学 版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２０１５年第２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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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，或者可以说已经触及 了

最根本之处；一批新材料被搜集整理和利用；其他

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应用；等等，都是值 得 肯 定 的。

随着中国法治化、民主化进程的发展，政府对民生

问题的重视，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贯彻执行，必

将推动大饥荒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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